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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如何影响我们今天的社会与经济的？这一问题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

济学家等社会科学工作者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对于历史事件影响的可能渠道众说纷

纭，许多研究者强调历史事件通过影响和塑造参与者的观念和态度，从而对未来发生

持续影响。有研究表明：非洲黑奴贸易通过损害族群之间的相互信任，成为今天非洲

持续不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如 Nunn (2008), Nunn 和 Wantchekon (2011)；纳粹德国

对犹太人的迫害是和中世纪的排犹历史相联系的(Volgtlander 和 Voth, 2012)；原东德

的价值观念至今仍然深刻影响到当地人民的社会和政治观念(Alesina 和 

Fuchs-Schuendeln, 2007)等。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在历史背景下，知青经历是否影响到个体的社会信任水平？

这场运动对经历者的社会观念是否具有长期影响？我们使用“2006 年中国综合社会

调查”(CGSS2006)数据，试图实证研究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如何影响当事人的社

会观念和信任态度(Liang and Li, 2013)。从1955年到 1980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一项重大事件，涉及人数几达 2000 万人。上山下乡运动给知青

这个群体带来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后果。已有很多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文献关注这

场运动的后果和对于知青个体的日后生活的长期影响，如人力资本损失(Deng 和

Treiman, 1997; Zhang et al., 2007; Li et al., 2010)、就业状况和生活幸福感(Zhou 和 

Hou, 1999)、群体归属感(Yang, 2003；潘鸣啸，2009)等。 

上山下乡经历可能在多个方面影响个人社会信任水平。首先，知青下乡过程中或

者由于受到强制政策影响，或者由于丧失继续接受教育机会，损失了青春年华，这可

能导致他们的强烈的“受害者”心态，对社会整体和政府政策缺乏信任。其次，在运

动过程中，知青来到不熟悉的艰苦环境从事繁重劳动，遇到一系列的问题，在生活上

遇到许多困难；由于“文革”中法制被践踏，知青的人身权利往往得不到保障，不少

人受到迫害；有些地方有些时候知青和农民之间也存在着冲突。这些都可能加重其

“受害者”心态，导致其对于社会和政府的不信任。同时，知青通过亲身接触和体会

到“极左”口号和现实社会的巨大差距，意识到“走后门”、“血统论”等不公平现

象的广泛存在，上进心湮没，会导致社会道德的沦丧和对不公正现象的麻木（刘小萌，

1994）。  

然而，上山下乡运动也可能通过一些渠道对个体的信任和道德观念产生正面影

响。有研究者认为，上山下乡运动集中和强制地使中学生接触到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

现实，促使他们反思并理解同情中国农民，思考中国问题时也就更现实和成熟。知青

下乡期间往往和其他知青共同居住和劳动，在“战天斗地”的过程中相互之间感情得

到加深，也更加信任彼此。回城之后，基于种种原因，这些知青相互之间相互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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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上山下乡经历为相互之间的信任形成了深厚的基础（徐友渔，1999）。因此，

“下过乡”成为社会上流传的“四大铁”关系之一。这些都可能加强知青个体的社会

信任程度。这些正反面的影响相互叠加，如何评价上山下乡经历对于社会信任的影响

因此就是一个重要实证问题。 

2006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对全国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25 个县（区）中

的 4 万多个家庭中的个人进行了入户问卷调查。这项调查涉及教育、就业、婚姻与家

庭、心理与健康、社会交往、政治参与、农村治理与新农村建设等七个方面。值得一

提的是，该调查询问了受访者对于不同社会机构在不同社会热点问题上的信任程度，

从“最不信任”到“最信任”分为 5档；涉及房价、股市、腐败问题、治安形势、矿

难死亡等 8类话题；信息渠道包括政府机构、中央级媒体、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法

律机构人员和民间传闻等 5 类。由于这些针对同一个受访者的问题高度相关，将它们

逐个分析是无意义的，因此我们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
2
 经过一系列检验，结果表明

只需要一个主成分便能解释大部分变量，因此，我们将以该信任因子作为因变量进行

分析。3  

我们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加总提取了受访者对于不同社会机构和整体社会信任程

度。表 1 是 2006 年调查中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表。在控制个人收入、教育、家庭等

特征变量及加入省份虚拟变量后回归分析发现，相对于其他社会群体，知青的整体社

会信任程度更低。然而，知青是一项持续 20 多年的运动，不同时代的下乡经历是否

影响社会信任呢？如果按照“文革”把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分为三段考察，我们发现，

“文革”期间下乡知青的社会信任水平显著更低，然而“文革”之前和“文革”之后

下乡的知青并没有表现出这一特征。进一步研究表明：1968——1970 年下乡的知青（即

“老三届”知青）的社会信任水平较其他阶段知青显著更低。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统计表 

观测样本数 1357 

受访知青数 215 

“老三届”及其同龄人样本数 179 

“文革”期间下乡样本数 165 

“老三届”样本数 83 

“文革”之前下乡样本数 23 

“文革”之后下乡样本数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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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老三届”知青是对社会整体不信任呢，还是对于某些特定社会机构不信

任呢？我们分项考察知青经历对于不同信任对象的信任水平影响。我们发现，“文

革”中下乡经历，特别是“老三届”经历，导致了对于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显著缺乏

信任，而并没有减低对于政府机构、新闻媒体、法律机构等其他社会机构的信任程度。

特别是在将“老三届”知青与其同龄未下乡的人相比，前者对专家与学者的不信任在

1%的显著水平下低于后者。
4
 我们能从图 1 的信任分布图中看出明显区别。因此，我

们的实证结果表明，主要是“老三届”对于专家学者缺乏信任引起了知青经历导致更

低的社会信任水平这一结果。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上山下乡和“文革”初期的经历

共同作用，对针对专家学者的信任程度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我们还发现，“老三届”

知青对于专家学者显著缺乏信任这一现象并没有因为受访者后来的职业、社会地位和

是否接受高等教育等生命经历而发生变化。 

图 1 老三届及其同龄人对专家学者信任的分布 

 

 

 

 

 

 

 

图释：由主成分提取的“信任因子”中，观测到“老三届”及其同龄人对专家学者信任等级

的评分的结果如下：(1) 未下乡同龄人对专家的信任评分的均值大于零，显然高于“老三届”

对专家的信任评分的负均值；(2) 从整体分布来比较两个群体对专家信任的评分差异，未下

乡的人群对专家的信任评分平均来看，显然高于“老三届”群体。 

我们很难用文化教育外部影响这一传统观点来解释这一持续的低信任现象，因

为，如果是“文革”或者极左教育思想的影响，那么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没有下乡的

“老三届”或者“文革”后期的下乡知青没有显著的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因为他们

也在未成年阶段受到了相似的甚至更严重的极左教育思想影响。如果仅仅是“知青”

这一经历的影响的话，一来我们无法说明为何其他历史阶段的下乡知青没有表现出显

著的不信任，二来没有任何合理的理论依据说明为何知青应该更不信任相关领域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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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而非其它可能更应为其苦难生活负责的社会机构。我们结合文献中描述的“老三

届”自身特点，试图运用认知心理学中的“认知不协调”理论，从个体主观行为角度

出发，把他们的红卫兵经历和社会态度结合起来，从而为“老三届”独有的低信任现

象提出了一种解释。 

心理学研究揭示出“认知不协调”现象(cognitive dissonance)，即个人态度和行为

中所产生的不相容的知觉，人们可能会因此去改变态度，以使认知间相冲突的程度降

到最低(Benabou 和 Tirole, 2002; 2004; 2006a, b)。既然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是“老三

届”知青的独有现象，那么我们就必须从他们自身的独有经历着眼寻找原因。“老三

届”知青身上批斗知识分子的红卫兵这一“迫害者”经历和作为知青的“受害者”

两种经历并存，存在两种身份认知的矛盾和冲突。当他们强调自身的“受害者”身份，

形成“青春无悔”的态度时，他们就不得不压抑自己“迫害者”这一认知，不自觉地

为自己的过去经历寻找理由和借口。刘慈欣（2008）创作的畅销科幻小说《三体》里

描写的“文革”之后面对受害者的子女（主人公叶文洁）而毫无悔意的红卫兵正是这

种观念和行为的写照。许子东（2000）通过分析知青文学指出，曾经的“红卫兵”们

通过坚持“大家都是被煽动的，都有错”、“我也许错了，但是我已经付出了代价”

等观念，拒绝认真反思这段经历。“我或许错了，但决不忏悔”成为“老三届”知青

这代人面对过去的一种重要观念。因此，通过把这些曾经受迫害的群体看作是不受信

任的对象，他们减轻了自己作为“迫害者”的负罪感，进而减低这些认知间的冲突，

获得自身认知间的平衡。青春无悔，不仅是“老三届”知青对过去自身经历的态度与

观念，也影响到了他们对于自己另一端不堪回首的经历的看法，进而影响到他们对于

当年自己手下的“受害者”的态度与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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